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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前，尚永亮先生以他的一篇博士论文《元和五

大诗人与贬谪文学考论》（台北文津出版社 1993 年初版，

后经修订，以《贬谪文化与贬谪文学》为题，由兰州大学

出版社 2004 年再版），开拓出了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使

得贬谪与贬谪文学这一课题逐渐受到重视，进入学术研究

的视野。历十数年的辛勤耕耘和坚守，新近又推出了由他

主撰的《唐五代逐臣与贬谪文学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下简称新著），可谓拓荒之后的又一大创获。

其开山之作曾选取中唐元和时期之韩愈、柳宗元、刘禹锡、

元稹、白居易五大贬谪诗人为考论对象，透析元和贬谪文

学的特质和文化精神；这部新著则将考察范围扩展到整个

唐五代，予以掘进和突破，全面建构了唐五代贬谪文学研

究的立体框架。

新著洋洋 50 余万字，以六编、十六章、五十五节统

领全书。第一编立足于体系的建构和面的铺展，从历史文

化角度深入辨析了唐五代贬谪的基本范围、构成因素、贬

官类型及规律特点，对唐五代贬谪制度与逐臣类型进行了

总体考察。第二编到第五编，则以贬谪文学的发展脉络为

主线，分别对唐之初、盛、中、晚各期的逐臣与创作展开

论述。为避免面面俱到，平均用力，各期均从政治、地域、

文学等文化因素进行综合考量，选取了最具典型意义的逐

臣和文人群体，以突出其重点和特点。如初唐选取因在政

治上依附二张而同时被贬的以沈、宋为代表的神龙逐臣群

体，盛唐选取开元、天宝年间因吏治与文学之争而接连被

贬至今湖北、湖南地域的张说、赵冬曦、张九龄、王昌龄、

崔成甫、崔国辅、贾至等荆湘逐臣群体，中唐选取在当时

政治、文化、文学创作上最具代表性的韩、柳、刘、元、

白等元和逐臣群体，晚唐选取相关资料较丰富、贬例较典

型的钱 、吴融、韩偓等乱离逐臣为对象，从而将各时期

复杂零散的文人贬官现象，以群体的视角予以提炼、整合，

而又于群体中突出个体，通过个体管窥群体和整体，遂使

得各期逐臣及贬谪文学之风貌在纵深考索中得以披露和彰

显。各期分段考察之后，第六编又以唐五代逐臣创作最具

特色的别诗为切入点，兼及贬谪文学的主体和侧翼，探究

其基本情形、回归情结、艺术表现和传播特点。综观全书，

点面结合，考论并重，又有贬谪文化之先后嬗变这根“主线”

贯穿其中，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新著已形成一部唐五代贬

谪文学史的宏观框架和微观详论，从而完整地勾勒出唐五

代逐臣的心态史和创作史。

对这样一个涉及面极广而又与政治、文化、人生紧密

相关的课题有深入的掘进和斩获，光有一个好的框架、视

角远远不够。新著之所以骨体坚实、血肉丰满，有这样几

个成功之处深可注意和借鉴。

一是实证与理论分析的有机结合。既重基本史实的考

察和梳理，亦重发生原因的探寻和论析；既具有局部考证

的坚实可靠性，又具有整体理论观照的深刻性。新著始终

秉持一份“依材料说话”的精神，重视实证，凭据立论。

如第一编总体考察唐五代四种贬谪情形（既降品秩又远迁

异地者、降秩而不出京者、不出京或出京品秩不降而投闲

置散者、被贬出外品秩不降反升者）和四种主要的贬官类

型（左降官、责授正员官、量移官、流人），即是对大量

文献材料梳理后得出的精要概括。而对节度、刺史、东都

分司官等几种外任是否能视之为贬，作者更是以具体材料、

实例为基础，予以实事求是的辨析，故而结论令人信服。

又如第二编中的“神龙逐臣人数及流贬地域、路线考”，则

细化到贬谪人员的具体名单、贬所路程的远近、逐臣所走

路线、所费时日等方面，力求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原态。

当然，新著绝不仅限于材料的梳理和史的考证，其中对史

实的阐述往往是和文化背景与动因的分析、多方位的理论

观照结合在一起的。如第一编专列“唐五代各朝贬官概况”

一节，依据多种文献，详述了唐五代二百四十余年间每朝

的贬官数量、先后变化、与政治的关联及其异同；该编第

三章以“唐五代贬谪的规律与特点”为题，从朝代更迭、

权奸擅政、朋党之争、宦者作祟、武人为祸几方面探讨影

响唐代贬官的深层因素，并由此概括出宽严交替、株连面

广、贬杀结合、久不量移、文士多逐臣等显著特征；而在

此后诸编诸章节，更从政治学、历史文化学的角度，考察

贬谪诗人赖以活动的社会政治背景及其文化活动、文化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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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参政意识以及政治悲剧的性质，对他们被贬原因的普

遍性和特殊性予以新的斟辨和阐释。除此之外，还从地域学、

文化心理学的角度，考察不同地域、不同时段的贬官特点，

如第三编“盛唐贬官特点与荆湘地域的文化特征”一节，

第五编“文人群体的政治边缘化及其类弃逐体验”一节。

如此多端的理论视野和深层阐发，皆使得新著对贬谪这一

历史现象的观察有了洞悉力和厚重的学理深度，显示出作

者扎实深厚的学识，及谨严与开拓并存的治学风貌。

二是对逐臣创作及心灵律动的“同情”解会和透彻体

察。从本质言，文学是生命意志与情感的音符，而贬谪是

被贬者个体生命的沉沦，表现为生命形态由高向低的跌落，

以及在此过程中受到的磨难，从而最易催发人的生命碰撞

和情弦波动，产生好的文学作品。南宋严羽在《沧浪诗话·诗

评》中曾说：“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

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迁谪”即位列其中。而要真

正抓住贬谪文学背后最本质的动因和生动丰富的内涵，就

必须用真切的生命体验和人文关怀，对超越了文学形式的

人生具有深入的理解与同情。正是立足于此，尚永亮先生

多年以来对贬谪主题用力甚勤，亦显示出其治学在此方面

行家里手的擅长。其分析元和逐臣在贬所这一异质文化环

境形成的被抛弃感、被拘囚感、生命荒废感乃至性格变异，

及其在逆境中突显的意识倾向和消解因素、脱离谪籍后所

发生的诸种心态变化最为精彩。王兆鹏先生曾深有感触地

评论说：“作者像是精神分析医生，结合诗人的作品，借助

现代心理分析的理论，逐一剖析了元和五大贬谪诗人在贬

所种种复杂的心态及其变化，心理分析的结果是那样的新

颖透彻，又是如此的真实可信。他好像不是分析古人的心理，

而是对熟悉的心理咨询者进行心理分析和诊断。”（《尚永亮

先生〈贬谪文化与贬谪文学〉读后》，《博览群书》2003 年

12 期）一般来说，凡受贬的文人都会有相同的心理体验，

如愤懑、惊恐、呼屈、苦闷、悲伤、怀归等等。但作者并

不是简单地从这些层面概括立论，而是紧扣历史背景、出

入具体作品，挟以同情之心、身临其境地体察各被贬者的

感受和心态，其笔触亦常饱蘸情感。如其分析柳宗元《囚

山赋》所表达的被拘囚感时写道：“这里，四周环抱，绵延

逶迤的山峦，高低不平、极不开阔的地势，卑湿郁蒸、阴

阳相隔的气候，荆棘遍野、虎啸豹嗥的环境，仿佛成了一

张密不透风、令人窒息而又险怪百端、令人恐惧的大网，

在这大网的笼罩下，诗人怎能不生被拘囚之感？而他在这

大网中苦熬竟达十年之久，又怎能不使这被拘囚感浓烈至

极呢？”又如剖析宋之问《题大庾岭北驿》诗中的乡国之

念时说：“传闻大雁南飞至大庾岭便折回，而自己却不能

停止南迁的脚步，远望前程，诗人哀叹归期无望，岭南又

瘴气氤氲，使他对未来的生活更添焦虑。明晨就将进入南

国，那时在开满梅花的山岭上回望故乡，又该是何等况味

呵！”正因为有了如此的“了解之同情”，加之作者对心理

学、人格学等理论的谙熟和信手征引，其对被贬者心灵历

程的剖析可谓切肤入微、鞭辟入里。作者既能入乎其中，

在群体心态下细密地比较出个体的不同，如盛唐荆湘逐臣

孤直情怀中张说之失落、张九龄之孤独、王昌龄之执著，

元和逐臣“被弃感”这一共同心态下各人因生命沉沦程度、

谪居生活时间长短而显示出的差异，从而以一个个生命鲜

活、个性饱满的贬谪个体，汇成了一部唐五代文人逐臣心

态史；又能出乎其外，以文化精神的探照贯穿其中，由此

见出时代的差异。如初唐神龙逐臣多关注于一己命运的思

索、个体人生的感喟和怨嗟，故而缺乏广远的时空视界和

顽强的人生态度；盛唐荆湘逐臣虽遭到贬谪之苦，有个体

人生跌落的悲情，但他们的苦闷多是未失去理想的志士的

苦闷，表现出在逆境中有所沉潜但并未失落豪情的精神风

度；中唐元和逐臣因有了辅时救弊的激切心态和参政实践，

故在万死投荒的生命沉浮与煎熬中倍显激越悲壮的时代气

质；晚唐乱离逐臣则在唐末士人群体性生命沉沦的境况下，

表现出对政治的疏离和悲剧精神的消解。类此精到的识见、

透辟的阐释，显然已超出了一般心灵探寻的层面，而上升

到了对唐代人文精神和文化史的书写，显示了研究的大气

和高瞻。

三是对贬谪文学的全新阐释和深细把握。对文学研究

者而言，文艺学研究当属最本位的层面。新著第二编至第

五编皆列专章对不同时期贬谪文学内涵和风格的变化进行

考察，第六编又专对唐五代逐臣别诗进行个案研究，即体

现了其关注重心和用力所在。因有了“文人逐臣”这一新

视界的建构，各时段文学研究中的观察视角、群体概念和

研究结论的提出，均让人耳目一新。如初唐神龙逐臣群体

和盛唐荆湘逐臣群体，即转换了学术界过去多从律诗体制

发展、宫廷诗或“初唐四杰”分析初唐诗歌，从李杜、王孟、

高岑等大家解读盛唐诗歌的传统视角和格局，得出了极富

创见性的结论。作者认为，以沈宋为代表的神龙逐臣的文

学创作，和初唐四杰一样，同样反映了唐诗由宫廷走向现

实生活和个人情致的历史发展趋势，在拓展诗歌题材、深

化诗歌情感、完善诗歌艺术上作出了重要贡献；而由张说、

赵冬曦、张九龄、王昌龄、崔成甫、崔国辅、贾至这一张

新名单组成的盛唐荆湘文人逐臣群体，其创作“尽情展现

了以屈贾情结为重心的哀怨情怀和悲剧精神。这个贬谪群

体的痛苦和在痛苦中坚守的乐观豁达都带有盛唐士人所特

有的风貌，并为盛唐诗歌增添了一种新的特质”。这些观点，

发前人之未发，不仅是对唐代贬谪文学的价值发现和崭新

阐释，也改变了我们对初盛唐诗坛的既有认识，可以说是

对整个唐代文学史的重新书写。在对贬谪文学艺术特征的

把握中，作者避免了泛泛而谈或笼统归纳，而是从诗歌意向、

语言用字等具体环节入手，抽绎出前人未曾注意的艺术特

色。如元和逐臣大量使用时空数量词，将自我的生命置于

广阔遥远的空间和悠久漫长的时间之中，以突出它的沉沦

色彩；用大量伤禽、笼鹰等意象，借以表现自我生命之受

创、被囚的程度；柳宗元对色彩幽暗、形象尖利词语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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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爱好，刘禹锡对秋季苍鹰、骏马等客观对象物的频繁选用，

既有效地提示了其心理性格，也最大限度地成就了其独特

的文学风貌。至于逐臣别诗中白首、孤舟、江流、猿啼、酒、

泪、春草诸意象的多次出现及“柳”意象的罕见，均可管

窥逐臣别诗与普通别诗之不同及其情感程度的差异。这些

艺术特色的发现和总结，使得文艺学层面的研究得以细化，

也体现出研究者独到的审美眼光和艺术感悟力。

当然，一部论著的成功，往往得益于研究方法的成功。

研究方法的科学新颖和多样化也是新著一大特点。新著中

可见多种研究方法的交叉使用，如文化学、政治学、心理学、

比较学、传播学、接受学等，所需之处，因事制宜，灵活运用，

以获得最佳的学术视点和研究效果。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

计量分析法的引入和采用。为了说明和发现问题，新著列

出了大量数据和多种统计表格，对相关论述和观点提供支

撑。如总体考察一编，通过对大量文献资料的斟辨统计，

得出唐五代有姓名可考并有贬地记载的贬官共 2828 人次

（其中文人贬官共 1040 人次）这一数据。并借助多个图表，

从时期分布、地域分布乃至同一行政区域之不同州郡分布

量的差异展开细密分析，得出结论：中、晚唐是贬官人数

最多的时期，其中尤以宪宗朝、文宗朝、宣宗朝、懿宗朝、

德宗朝为最；南方较之北方，岭南道及江南西道较之其它

诸道，流贬人数更为集中；而就此两道论，江南西道虽然

在贬官数量上不及岭南道，但由于二者在具体地域的分散

和集中度上有大的差别，故江南西道多数州的贬官人次均

远超岭南道相关州的数量，由此形成唐五代贬官史上的一

个独特现象。由于数据坚实，分析具体，很大程度地改变

了以往笼统的、印象式的认识，为学界研究提供了翔实可

靠的数据参照。

唐五代逐臣别诗研究一编也显示出了这一方法的有效

性。作者对唐五代逐臣别诗及回归别诗的创作情况进行了

数据统计，得出逐臣别诗创作的高潮在中唐、而回归别诗

创作的巅峰在盛唐的结论，并对其成因予以论析。这个新

问题的提出无疑得益于新方法的运用。其实，关注尚永亮

先生近些年的研究成果就会发现，他对计量分析这一研究

方法有不断成功的实践，先后撰写了《八代诗歌分布情形

与发展态势的定量分析》（《东南大学学报》2003 年第 6 期）、

《唐知名诗人层级分布与代群发展的定量分析》（《文学遗产》

2003 年第 6 期）、《开天、元和两大诗人群交往诗创作及其

变化的定量分析》（《江海学刊》2005 年第 2 期）诸文，并

撰《数据库、计量分析与古代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文

学评论》2007 年第 6 期）一文对其进行理论层面的阐述。

他认为：“数据是证据的延伸和扩大，建构古代文学专业数

据库是学术研究现代化的必然要求，而运用计量分析方法

则既构成传统历史文化研究法的一大辅助和补充，也成为

使学术研究更具科学性、客观性和准确性的重要途径。”这

不仅从重数据这点上再现了作者的科学求实精神，同时也

在方法论层面为学术研究的进一步拓展作了有益探索。

为新著增添了新意和亮彩的还有传播学和接受学研究

方法的借鉴和使用。传播和接受两者互为因果、彼此包容。

随着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传播学和接受美学等理论的深入，

学界对文学及文学史的关注研究，逐渐由作家——作品的

二维研究转向作家——作品——传播——接受的四维研究，

很多传统论题在转变观察视角后又显露出了广阔的探索空

间。尚永亮先生早在十年前即以其《庄骚传播接受史综论》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0 年版）将传播接受理论与中国文学

的经典之作予以成功的对接，而在新著中，他又将这种方

法带入贬谪文学研究，借助传播学理论考察逐臣别诗，认

为别诗在传播上的意义和作用，影响了这些作品在结构、

用韵等艺术上的精益求精和独特风格，而逐臣别诗在艺术

上取得的进展和独创，又转而促进和提高了诗歌的传播效

果，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在谈到因依附权贵、谄媚

谀主而被贬的神龙逐臣于诗中流露出一种忠而被谤的愤懑

和幽怨心态时，作者指出这亦是一种基于拯救目的的传播

需求。凡此诸多结论，皆是立足于新视角而得出的新观点，

深化了我们对逐臣创作的艺术认知和文化认知，亦充分展

示了古典文学研究的现代特点和活力。

贬谪文学和贬谪文化，是一个非常丰富宽广而有待不

断开拓的研究领域。追寻尚先生这些年的研究足迹，从《元

和五大诗人与贬谪文学考论》、《贬谪文化与贬谪文学》到

新著的推出，加上其在后记中提到正在撰写的《唐五代逐

臣文学编年史》，可看出其逐步拓展、提升的趋势和一以贯

之的专注。我们期待着他的新成果的出现，并向其致以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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